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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 

董乾坤
1 

【摘 要】: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文献，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的目的制作了种类众多的账簿，里面记载了大量

的历史信息。徽州遗存有不少明清以来的民间账簿，“胡廷卿账簿”是其中部头较大的一种。该账簿既记账又记事，

从形制和内容上考察，虽有传统商业账簿的一些特点，但并非商业账簿，而是属于广义的“排日账”范畴。这类账

簿之所以广泛产生于徽州，跟当地独特的教育制度及商业习惯密切相关。透过胡廷卿账簿，亦可看出账簿制作者日

常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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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一种文献，上到中央政府，下到普通民众，皆有自己的账簿。徽州遗存文献中，就有不少民间

账簿。本文所要讨论的“胡廷卿账簿”，其书写者胡廷卿为徽州府祁门县南乡人，据族谱记载:“兆祥，名品福，字廷卿，号和

轩，邑增生。„„生道光廿五年十月十二申时，殁民国十三年二月三十申时。”①2他生前对每日的开销、每年的茶叶收入及其所

认为的重要事件，均加以记录，留下了自光绪七年至民国四年(1881—1915)长达 34 年(缺光绪二十三年)的系列账簿。这些账簿

被收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影印出版②3，但学界对这一重要文献研究利用的情况并不多见，除王玉坤外，学者多是从自己研究

的主题入手，提取相关内容加以利用③4，尚无专文对该账簿的种类、性质及其背后的社会史实进行充分探讨。因此，笔者不揣浅

陋，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研究，祈请方家指正。 

一、账簿形制 

胡廷卿账簿原件尺寸为 125×235 毫米④5，前揭王玉坤文中曾将其各部分之名称详细列出，笔者在此不赘，但王玉坤认为该

账簿的时间跨度是 1881 至 1911 年，则不准确。仔细梳理会发现，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各项誊清》中，包含有“光

绪十五年至民国四年祥记所管各祀、会清单”、“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邀会清单”以及“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四年修金洋清

单”(三个标题为笔者所拟)⑤6。可见账簿的记录是止于 1915年，前后长达 34年(缺光绪二十三年)。据笔者整理统计，全部账簿

多达 53万余字。 

民间记账，多是用自己所装订的账簿，胡廷卿所用账簿则是从商家买来的专用账簿，从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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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③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振忠:《新近发现的徽商“路程”原件五种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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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每年都购买账簿。在购买的账簿中，有茶簿、五十条簿和一百条簿，其中又以五十条簿居多，价格在制钱 25 文至 40 文

之间，至光绪末年价格上涨。如“光绪七年腊月十九，支钱三十文，买茶簿一本”①7，“光绪十六年腊月十八，支钱二十文，条

簿”②8，“光绪二十六年，桂月初十，支钱九十四，五十条簿一本”③9。笔者推测除茶簿用于记录茶叶账外，其余两种皆用于日

常账目的记载。 

每本账簿皆有封面，并用纸条单独撰写题名黏附于账簿上。封面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这与胡廷卿的知识水平相符。不

仅如此，在多数封面与账簿内皆钤有胡廷卿印章，并有“胡廷卿”三字水印，而最右侧则钤有花纹印章。由此可见胡廷卿对这

些账簿的重视，亦表明其做事的精细与雅化。 

民国以来，在西式账簿引进我国后，学者就将中西账簿加以对比研究④10。据会计学家李宝震总结:“根据宋代四柱清册的原

理，采用收付记账法沿袭下来的记账制度，一般称为‘中式簿记’。按照十三世纪意大利式的复式记账原理，采用借贷记账法，

在清末民初从日本传入我国的记账制度称为‘西式簿记’。”⑤11中国的账簿最早应用于政府，据李梦白的研究，账簿滥觞于三代，

而普遍存在于东汉魏晋及唐，于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李宝震所言之“四柱清册”是指旧管、新收、开除与见在(或曰实在)，

发明于宋代，流行于元代，而完备于明清⑥12。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民间商人阶层逐渐出现了商业账簿。据李宝震研究，商业账

簿至迟于宋代即已出现⑦13，至清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业账簿，形式虽千差万别，大致则可归纳为两种，即“跛行账”与“天

地合账”⑧14。在明清商业中，最常见的是跛行账，又称“三脚账”，是一种单式计账向复式计账过渡的形态。“账簿的设置一般

有流水账(记录银钱收支和货物进销的原始日记账簿)、卖钱账(记录每天销货的日记账)、进货账(记录每天的进货账)、堂号支

使账(记录股东及职员的用款)、各项往来账(人欠、欠人)、日用杂项账(记录每天营业开支)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商家并非所

有的账簿类型都具备，一般而言，“旧式账簿主要有草账(因不要求原始凭证，故以水牌或备忘录代替)、流水账(日记账)和底账”
⑨15。这是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针对不同账务而设置的不同种类的专门账簿。 

胡廷卿账簿的种类，大致情况如表 1。从中可以看出，胡廷卿亦将自己的账簿分成不同种类，其中流水账是商业账簿的基本

形式。所谓“流水”，“系取川流不息之意，商人期望财货之往来，有如川流不息，因以名其簿，盖吉利语也” ○1016。只是胡廷

卿有时亦将流水账称作“收支总登”“进出总登”，且流水账中不仅有账务往来的记录，还包括茶叶的收入记录，体现了民间账

簿命名与内容的多样性。除流水簿之外，又有《各项誊清》，这在商业账簿中称为“底簿”。另外还有“所管迭年祀会”与“粮

局兑则”专用账簿，与商业账簿亦有不同，这跟该账簿的特有性质有关。 

表 1胡廷卿账簿分类表 

种类 内容 页 卷 

流水账 

光绪七、八年《收支总登》 1~96 

14 

光绪九、十年《收支总登》 97-187 

光绪十一年《收支总登》 189〜249 

光绪十二年《进出流水》 323-384 

光绪十三年《进出流水》 409-492 

                                                        
7①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4《光绪七年祁门胡廷卿立〈收支总登〉》，第 46页。 
8②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5《光绪十五年祁门胡廷卿立〈进出总登〉》，第 227页。 
9③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7《光绪二十六年祁门胡廷卿立〈收支总登〉》，第 85页。 
10④学界对账簿的研究，可参见董乾坤《民国以来账簿研究的三种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 3期。 
11⑤李宝震:《会计史话(一)》，《李宝震文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第 151页。 
12⑥李梦白:《对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会计杂志》1935年第 6卷第 5期。 
13⑦李宝震:《会计史话(一)》，《李宝震文存》，第 161页 
14⑧李梦白:《对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会计杂志》1935年第 6卷第 5期。 
15⑨李宝震:《会计史话(七)》，《李宝震文存》，第 177页。 
16○10李梦白:《对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会计杂志》1935年第 6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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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进出总登》 
493〜500 

1~70 

15 

光绪十五年《进出总登》 71〜152 

光绪十六年《进出总登》 153-252 

光绪十七、十八年《进出总登》 253-370 

光绪十九年《收支总登》 
455-500 

1〜16 

16 

光绪二十年《进出总登》 17〜94 

光绪二十一年《进出总登》 95-180 

光绪二十二年《进出总登》 181-256 

光绪二十四年《收支总登》 301-376 

光绪二十五年《收支总登》 
469-500 

1~36 
17 

光绪二十六年《收支总登》 37-134 

光绪三十二年《收支总登》 83-158 
18 

光绪三十四年《收支总登》 159-238 

各项誊清 

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七年《支洋蚨总》 377-468 16 

光绪二十八年《各项誊清》 289-356 

17 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二年《各项誊清》 357-426 

光绪三十三至宣统三年《各项誊清》 
439-500 

1〜20 18 

茶叶 

光绪八年《春茶总登》 54〜56 

14 光绪十一至十六年《春茶总登》 251-322 

光绪十七至二十一年《春茶总登》 371-454 

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春茶总登》 257-300 16 

光绪二十七至三十年《采售茶总登》 209-288 17 

光绪三十一年《红、绿茶总登》（光绪三十三年采、

出茶附，又子茶附） 
21〜82 18 

所管迭 

年祀会 

光绪二十六年胡氏祠会《收支总登》 135-208 17 

附迭年管祀、会（光绪十九至三十二年） 427-437  

粮局兑则 常丰粮局上、下限则附（光绪考十三、十四年） 385-407 14 

说明:“页”“卷”分别指《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的页码、卷数，表2、表3同。 

在流水账中，收入多用“收”表示，支出多用“支”“付”指称，这说明胡廷卿采用的还是中式记账法○1117 。“收入”一般

都是顶格记，而“支出”则空出两格，这让记账者和查账者在看账簿时，能迅速分别出本年的收支情况。同时，在流水账中，

还有“小结”部分。如光绪七年腊月三十记录:“结总，仍实存洋一元，钱一千三百。”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对当年已收入

的茶洋作一小结: ○1218有时，账簿中对当年所收之米作一小结，如“三月初三起

至本日，以上总共出米一千五百八十四升，存谷五秤零九斤。支米二十三升，斛面耗”①19。当然，“小结”在账簿中并不是每年

                                                        
17○11“中式记账所谓收、付，乃属于款项之收入或付出也。”潘士浩:《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之比较》，《会计杂志》1934年第 3

卷第 1期。 
18○12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4《光绪七年祁门胡廷卿〈收支总登〉》、《光绪十一年祁门胡廷 

卿立〈收支总登〉》，第 15页、196页。引文中“□”表示无法辨识的字。 
19①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4《光绪十二年祁门胡廷卿立〈进出流水〉》，第 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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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但在茶叶流水簿中则每年都有。在记录其所管的各种祠(祀)会组织时，“小结”更为常见。这种状况表明，在不同种类的

账簿中，胡廷卿的记账体例是不同的。 

胡廷卿账簿与商业账簿较为一致处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在每年的流水账中，都有专门的总账核算。一般而言，胡廷卿

会将本年内与其有大宗交易或经常交易来往的个人或商号分别加以总结，以算清是欠账还是两讫。这无疑体现了商业计账中的

年度核算原则，目的是清算出本年的盈亏情况。 

二、账簿性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胡廷卿账簿与传统商业账簿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学者多将其中的茶叶系列账簿归为商业账簿类②20。

但是，仔细分析胡廷卿账簿的形制、种类，它虽然具有商业账簿的某些特征，但又有诸多自己的特点。 

民间文书的性质如何界定，类别如何划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长期致力于民间文献研究的学者郑振满在一篇访谈中

说道:“每一种民间文献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些文献?谁使用了这些文献?

谁收藏了这些文献?”①21他在此处虽未明确指出界定民间文献的标准，实际上却指出了研究民间文献必须考察的三个方面，即文

献的产生、使用和收藏。 

胡廷卿账簿的制造者胡廷卿，终身职业是塾师，办过茶厂，亦经营过大米生意。从账簿中的茶园记载看，他当然也是农民

地主，而且作为一名邑增生的身份也是确定的②22。这种身份的多元性，使得我们很难将其归类。但由于塾师是他的终身职业，

且塾师收入也是他稳定的经济来源，王玉坤将其概括为塾师③23，笔者认为较为合理。而仅根据账簿中的茶叶收入记录，把胡廷

卿当作商人看待④24，则显然不符合事实。 

胡廷卿账簿的使用者不是商号中的其他合资者，也不是商号的顾客，换言之，这些账簿所要面对的读者不具有商业性质。

从账簿内容来看，胡廷卿所记录的是其家庭的日常收支，而有关茶叶的收入，也是其茶园中的收获物。即便账簿涉及各类祠(祀)

会，亦是作为底簿记录的，因为它们大多记录于《各项誊清》中。胡廷卿的所有账簿，所面对的对象都是他自己，不具有公开

性。其实，各种祠(祀)会皆有自己的公开账簿，由每年的首人轮流记录。前已述及，胡廷卿账簿中有多次购买账簿的记录，其

中不仅有胡廷卿为自己购买的，也有为他人购买的，包括为各个祠(祀)会购买的(表 2)。胡廷卿在账簿中还多次提到各祠(祀)

会自己的账簿，如“以上共米六石六斗六升，公议出贴，每米十升候收净干谷一秤，另誊众簿(庆余粮局账，祥记管)”⑤25;“本

年(按，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九，良开领去管(代茂开管)，将账簿二本(布包)并契匣，外存钱三百十一，均付良开手收。俊廷还

洋三元，未收账，未交良收”⑥26。由此不难发现，胡廷卿账簿并非各祠(祀)会账簿，亦非家族账簿，将其收支账簿归入“宗族

文书”类⑦27亦不符合实际。 

表 2胡廷卿为各祠（祀）会代买账簿记录 

年 月 曰 记载 页 卷 

光绪十四年 五月 廿七 付钱八十五文，条簿、纸、笔（常丰粮局用） 68 15 

                                                        
20②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均将胡廷卿系列茶叶账簿列入商业账簿中(见前书第 608～609页，后书第 106页)。 
21①郑振满、郑莉、梁勇:《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 4期。 
22②胡廷琛编修:(光绪)《祁门胡氏族谱·修谱人名》。 
23③前揭王玉坤《清末徽州塾师胡廷卿的乡居生活考察———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为中心》。 
24④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第 106页。 
25⑤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7《光绪二十九年祁门胡廷卿立〈各项誊清〉》，第 390页。 
26⑥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 17《光绪二十八年祁门胡廷卿立〈各项誊清〉》，第 345页 
27⑦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宗族文书》，第 626～6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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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 八月 初八 （常丰粮局）付钱六十八，纸笔账簿 424 16 

光绪二十六年 桂月 初八 （义田祠）付出钱九十六文，纸、笔、账 414 16 

光绪二十七年 七月 （常丰粮局）付钱一百十六文，笔、墨、纸、

条簿 

294 17 

至于该账簿的收藏，由于账簿已于多年前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购，离开了它的产生地，而《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的编者对账簿的来源也没有交代，目前已难以确知其流传情况。但根据账簿的内容来看，该账簿原来应藏于胡廷卿后人手中。

笔者曾就该账簿询问胡廷卿的曾孙胡恒乐先生，据他介绍，他记得小时候家中有许多这样的账簿，后来不知去向。因此，笔者

推测这批账簿应该是从他父亲手上流落出去的。综上所述，胡廷卿账簿既非商业账簿，又不属于家族文书，那么它属于何种文

献呢?首先，它应属于家庭收支账簿。不过，这一账簿并非仅包括家庭收支的内容，其中亦包括大量的事件信息。因此，从广泛

意义上说，它属于近年来学者在徽州所发现的“排日账”范畴。 

最早发现排日账并进行研究的是黄志繁和邵鸿，他们于 2002年首次发表对该类账簿的研究成果，当时将其称为“日记簿”
⑧28。六年后，他们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将其确定为“排日账”，指出这类账簿在婺源非常普遍⑨29。之后，王振忠根据自己所收藏

的 16册该类账簿，正式以“排日账”的名称发表，并结合其他资料，详细解释了“排日账”一名的含义，将这类账簿的存在范

围扩展至整个徽州地区○1030; ○1131 

上述学者对“排日账”这一名称的使用，使得这一称谓逐渐被学界所接受。那么，排日账与其他类型的账簿有何区别呢?刘

永华指出:“相较于普通账簿，这些账簿记载的信息不以往来账目为限，其内容涉及记账人参与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仪式

等行事，在形式上与日记颇为接近，因而包含相当丰富的社会信息。”①32这里他指出了排日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记账兼记事。

王振忠亦有同样的判断:“可见排日账是账簿的一种，为家庭使用的账簿，其内容是主要记录家庭的日常收支以及相关活动。作

为民众记账的一种方式，排日账又与一般的账簿不同，因其逐日所记，亦兼有日记的某种功能。”②33正因这类账簿中有诸多关于

事件的记载，黄志繁等学者最初称其为“日记簿”，而周致元则称其为“流水日志”③34。在上述学者发表的论著中，都列出了排

日账诸多记事的内容，尤其是王振忠将婺源县《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从中可看到晚清乡

村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点在胡廷卿系列账簿中亦有相同表现。胡廷卿账簿不仅在流水账中有大量事件的记载，而且在上文所

列各类账簿中皆有记录，内容涉及各个方面。由于数量太多，笔者仅选其中极少部分记载(表 3)加以说明。。 

 

表 3胡廷卿账簿中部分记事 

年 月 日 记载 页 卷 

光绪十二年 腊月 初六 散馆，西石溪行年节 375 14 

光绪十三年 暑月 十六 往邑到城祠谱局 440 14 

光绪十四年 正月 初六 本门接十大元帅 496 14 

                                                        
28⑧邵鸿、黄志繁:《19世纪 40年代徽州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介绍一份小农家庭生产活动日记簿》，《华南研究资料中心

通讯》2002年第 27期。 
29⑨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 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 2期。 
30○10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 

论》第 13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文中按照文献原始写法，亦将之称为“工夫账”，见第 10710页。 
31○11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年第 5期。 
32①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年第 5期。 
33②前揭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 
34③周致元:《一份“流水日志”中所见的近代徽州社会》，《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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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 蒲月 念曰 行二会，办会酒，昼菜夜酒，桂廷、秋福共得 334 15 

光绪二十年 四月 初一 立夏节大雨满河水 420 15 

光绪二十一年 杏月 廿二 

起程往郡岁考。廿二到邑，廿三到渔亭，廿四坐船到

万安， 

比曰到府，岩寺叫轿 

103 16 

光绪二十八年  癸卯，阳开今年往粤沽茶，代俊明叔 309 17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年七月初旬，因长男云青不幸弃世，自思年

满六旬，家事难以总理，只得将我所该各位之账，特

立分关簿二本，次男云鹄、长孙承启各收一本，账目

各顶各还。房屋、茶蔣园地均已分扒，照据管业 

442 17 

从表 3可知，胡廷卿账簿的记事涵盖十分广泛，天气、习俗、沽茶、宗教信仰、科举、分家等等无不涉及。正是这些记载，

为我们了解胡廷卿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徽州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当然，将胡廷卿账簿与以上学者所研究的排日账仔细对比会发

现，胡廷卿账簿在形式上与它们有着很大的不同。胡廷卿账簿中的流水账主要是以“收”“支”账目为主，夹以记事，其形式接

近传统的家庭收支账簿。而上述学者所指涉的排日账，则是以记事为主，兼有记账，与日记相类④35。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笔

者将胡廷卿账簿中占主体地位的流水账归入广泛意义上的排日账范畴。正如王振忠所言:“排日账有不同的类型，其记述的内容

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这与记账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⑤36 

三、胡廷卿账簿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意义 

前已提及，据王振忠的观察，目前所发现的排日账皆出自徽州府境内。根据学者研究论著中所公布的情况，结合笔者的田

野调查，笔者将目前发现的排日账总结为表 4。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所发现的排日账涉及徽州四县，其中以婺源县最多。记录排

日账的人有塾师、学生，亦有农民、佃农。据此可以判断，记录排日账在徽州府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其他地区没有发现类似

账簿之前，我们亦可以称之为徽州府的特有现象。排日账这种文献何以出现于徽州地区?尚须从徽州特有的社会形态以及教育形

式说起。 

表 4目前所发现排日账一览表 

县份 （发现）地点 记录人 记事时间 数量（册） 现藏处 

婺源 龙山乡仁村 林光钥 道光二十五年 1 黄志繁 

婺源 溪头乡梅山村 不明 咸丰八年、九年 1 黄志繁 

婺源 溪头乡青石村 吴悦梁 同治七年 1 黄志繁 

婺源 溪头乡梅山村 曹泽远 1923—1924年 1 黄志繁 

婺源 溪头乡梅山村 詹桂芳 1939年 1 黄志繁 

婺源 不明 不明 乾隆十二年 1 黄志繁 

婺源 不明 不明 乾隆三十二、三十三年 1 王振忠 

婺源 不明 不明 同治十一、十二年 1 王振忠 

婺源 不明 不明 光绪四至六年 1 王振忠 

婺源 冷水亭 欧阳起瑛 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 1 王振忠 

                                                        
35④可参见前揭黄志繁、王振忠、刘永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36⑤前揭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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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 不明 不明 1913年 1 王振忠 

歙县 不明 吴恒南 不明 5 王振忠 

歙县 不明 吴荫茂 1950年 3 王振忠 

歙县 不明 方前礼 1955—1956年 3 王振忠 

婺源 沱川乡上湾村 程发开 道光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七年 4 刘永华 

婺源 沱川乡上湾村 程允亨 道光十八年至光绪二十八年 7 刘永华 

婺源 沱川乡上湾村 程同仓 道光十八年至光堵二十九年 2 刘永华 

黟县 十都宏村 万氏 光绪十九至二十六年 1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祁门 十二都贵溪村 胡廷卿 光绪七年至 1915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祁门 东乡 王建章 1925至 1926年 1 祁门马立中 

(一)排日账产生的原因 

王振忠认为排日账的记录者不仅有下层民众，亦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这“可能与徽州当地商业气氛之浓烈密切相

关”①37。但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以经商著称的地区尚有许多，何以没有或尚未发现此类账簿而独独存在于徽州

呢?经过阅读相关资料，笔者认为这与徽州民众特有的商业观念与教育形式关系密切。 

第一，徽州民众悠久的经商历史和生活中频繁的商业活动，让商业观念深深地烙印于每个徽州人血液之中，并影响到每个

人的思维方式，其中即包含他们所创造的文献与教育。众所周知，徽州是一个文献之邦，除去那些著名文士所留下的诸多文集

外，更多的是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手抄或刊刻的小册子。由于它们通俗易懂，且内容贴近生活，故民众特别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

的民众，更易获得和使用。如已经发现的各种杂字、杂锦、便览、路程歌谣等等，皆属此类。仔细分析这些通俗类书的内容会

发现，几乎每一种小册子都载有跟经商有关的内容，如《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中的六种活套，皆是模拟儿子或兄弟

在外经商给家中写信的情景，其中的第三种: 

父母在家，子外为客，书信寄回，切勿脱格„„外面事情，不须细说，遵命而行，随时交接，勤俭小心，不敢骄奢，花酒

赌钱，自当戒绝，店内事情，驳嘴费舌，伙计生心，东扯西拽，假账花销，不能辨决。欲酉另行，无人带挈，守网搬罾，针头

削铁。②38 

书信活套作为写信的模板，并加以刊刻，说明民众对此需求量很大。其中的内容不仅说明了商业的兴盛普及，更重要的是

这种浓厚的商业观念利用这类文献不断地传入普通民众心中。 

如果说书信活套主要影响到那些在外经商者或学徒的话，那么数量众多的杂字，无论是客居于外的商人、学徒还是居乡留

家的本土人士皆是其使用者。由于其面向的群体多样，内容相较书信活套丰富得多，但其中亦包含有专门的商业知识。如: 

出外求趁，买卖经商。租赁铺店，杂货诸般，胡椒苏木，速香真香，颜料纸札，银硃螣黄，熟铜生铁，摆锡钉装，出粜粮

食，老米陈仓，糙熟秈糯，稗子秕康，粞头米核，断谷齐粮，做造水碓，打篱埋椿，碓桯车轴，磨面箩筐，油坊麻榨，另有涂

场。撞槌榨楔，木饼压枋，麻箍油桶，顾写船装，桅杆纤索，跳板舡樯，竹篙橹桨，舡舵中仓，舂棒戽斗，预备堤防，上闸过

坝，合伙相帮。 

                                                        
37①前揭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 
38②转引自王振忠、王娜《作为启蒙读物的徽州书信———刊本〈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安徽史学》200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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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杂字还有介绍徽商经营范围的文字，皆四字一句，而且押韵，便于记忆①39。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劝善向化的劝世词

也少不了对商人的劝诫: 

朝早起，夜迟眠，忍气耐守做几年，嬉戏供鸟一切事，都要丢在那旁边。打个会，凑点钱，讨个老婆开个店，莫道手艺不

发财，几多业家来创业。生意人，听我劝，第一学生不要变，最怕做得店官时，贪东恋西听人骗。争工食，要出店，痴心妄想

无主儿，这山望见那山高，翻身硬把生意歇，不妥帖，归家难见爹娘面，衣裳铺盖都搅完，一身弄得穿破片。穿破片，可怜见，

四处亲朋去移借。倒不如，听我劝，从此收心不要变，托个相好来提携，或是转变或另荐。②40 

可以说，商业因素充斥于徽州的各个角落，这些不同的文献形式和类型无一不是徽州人观念的真实反映，而这些小册子广

泛存在于民间，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徽州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至于那些广泛流传的诸如“前世不修，生在徽

州”之类的歌谣，更是深入人心而化成了徽州一种特有的气质和象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商业观念，影响到了徽州民众的家

庭生活和农业生产，胡廷卿账簿作为一种家庭收支账簿，是记录者把家庭生活商业化的典型反映，徽州人把商业上的行为方式

带入了家庭生活中。 

第二，徽州独特的教育也是排日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往学界在探讨徽州教育问题时，主题多集中于经费来源、办学

形式以及与商业、科举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教育如何影响广大民众进而形塑徽州社会的特质亦是重要的课题。 

徽州重视教育，族学发达、私塾盛行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走上仕途的人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民众依然经商或务农，但族学

与私塾的广泛存在使得徽州民众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在族学、私塾中任教的多是未入仕的低级知识分子，他们广泛生活于徽

州的各个角落，其实际的言行形塑着徽州社会。徽州人在私塾中学到的知识则可能对其一生的习惯行为产生影响。 

就目前所揭示的资料来看，徽州众多塾师的授课内容除了传统的《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之外，最重要的是一些实

用性的教材，上文所举的书信活套、四言杂字即是代表，它们除了被广大普通民众阅读之外，还作为学生的启蒙读物。学生在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再加上身边成人的言行以及社会生活的熏染，商业观念很早就扎根其身。长大后大多数人都

会从事商业，因此这些观念会影响他们一生，并以同样的知识载体代代传承。 

塾师对学生习惯的培养也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在徽州，塾师普遍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在王振忠所研究的徽州

文献中有诸多日记资料，其中之一即是婺源县詹庆良写于 1949年的日记，里面有几篇记载的是屯溪茶叶价格，说明了商业对日

记内容的影响。詹庆良还写到:“关于日记的作法，只要见景生情，看物起意，若无景物，但凡人家所饲六畜，皆可为之材料。”
③41虽然这是 1949年的事情，但是这种记日记的要求与习惯当在清代即已形成。同时，写排日账也是私塾教育中的科目之一，据

徽州人詹鸣铎《我之小史》记载:“又记得父亲教我记排日账:‘母亲采猪草，娘娘背姆。’细兴公笑道:‘仍有一句，家父生疮

抓痒。’时我父亲疮疾正剧也。”④42据王振忠研究，詹鸣铎的父亲就是塾师，而且从这一回的标题来看，事情是发生在学堂。《我

之小史》形式上是小说，其实是一部自传，记事可信度非常高⑤43。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能找到明证。刘永华告诉笔者，他所

收藏的 13册排日账，结合记账的笔迹和实地走访，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记账者读书时的作业。 

笔者推测，这种记账兼记事的特殊类型账簿，是徽州民众为应对未来商业生活之需的产物。将日记和记账合而为一的做法，

既能起到每日记事(日记)的作用，又能练习将来经商必备的记账技巧。清末民初休宁人程敬斋的日记即典型体现了这一特征。

                                                        
39①王振忠:《应急(杂字)———介绍新近发现的一册徽州启蒙读物》，《古籍研究》2000年第 4期。 
40②转引自王振忠《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 4期。 
41③转引自王振忠《徽州少年日记(1949)》，《天涯》2003年第 5期。 
42④(清)詹鸣铎:《我之小史》第一回《幼稚事拉杂书来，学堂中情形纪略》，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 
43⑤王振忠:《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史林》200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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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标准日记簿——《庚戌袖珍日记》簿。在这册日记里，他不仅记载了亲戚们的通信地址，还记载

了行程以及购买货物的数量和价格，可以说是一册简单的排日账①44。目前发现的排日账，婺源最多，祁门次之，这一现象可能

跟这两县的茶叶经济特别发达有关。在徽州六县中，婺源和祁门自唐代就盛行种植茶叶，且茶叶的种植面积在六县中最多②45。

对两县民众来说，几乎每个人都要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与买卖，因此他们对记账技能的要求较之其他四县更为普遍，这或许

是婺源、祁门两县出现较多排日账的原因。 

徽州教育的另一个特色是寓教于商。不是所有的徽州孩童都能入塾读书，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一直读书直至考取功名，

更常见的是徽州少年早早就出外在某个商号内当学徒谋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彻底结束了读书生活，实际上学徒生活是学

校的另外一种形式。首先，商号会为学徒准备好自己的教材，教导他们如何做一个好学徒。如王振忠收藏研究的《便蒙习论》

即是这一类型的教材。虽然其他地区也编有《贸易须知辑要》等商业用书，但是徽州的《便蒙习论》与之不同，它在传授相关

学徒知识外，还载有如何做人的内容，所引用的知识大多来自儒家文献，如:(1)谦虚。《尚书》云:“谦受益，满招损。”俗语云:

“人无笑脸休开店。”凡生意之人，当谦逊虚心，可谓正理，不可自足。倘矜己之能，以为凡事人皆不如我，则骄傲之心日增，

怠惰之心渐长，责之无益，如此之人，岂可能长进乎?③46 

显然，这样的内容其实是将经商与儒家伦理教育完美结合起来了，学徒们在学习经商技能的同时，亦接受了儒家伦理思想。

不仅如此，学徒进入商号后，其家人也会督促他温习儒家经典，如歙县一位宋姓父亲在写给他在金陵店铺做伙计的儿子的信中

说:“学习闲时，可将四书细看，《孟子》最易懂，如有不明之句，即看细注，自谓(会?)明白。”而另一封某人寄给表侄得全的

信叮嘱道:“旦(但)汝在典，付钱零用，必须计账。谚云量入为出，凡事总以节省，切不可学奢华、爱好看。积聚银钱，留得将

来正用。晚饭后，操练字笔算盘。”④47 

往者论徽商的特色是“亦儒亦商”时，总是从徽州发达教育入手，此一视角当然不错，但他们多强调的是学校教育。揆诸

实际，能够在学校受教育的孩童毕竟是一小部分，且只有更小一部分一直为追求功名而读书，绝大部分徽州少年很早就开始了

经商生活。由上面论述可知，徽商“亦儒亦商”的特色可能大多与学校教育无关，更可能的是经商者普遍地受教于商号，在学

徒生涯中习得文化知识，这也是“亦儒亦商”能成为徽商特色的关键所在。 

除了继续学习知识之外，徽州学徒也会继续保持记日记的习惯，上文所举写信的那位表叔就叮嘱表侄“必须计账”，而目前

也发现了学徒所写的日记。王振忠收藏的几页《习登日记》即是学徒所写。这几页日记是按日而记，虽不是每天都记，但其所

体现的理念则跟日记一致;内容既有记事，亦有所收物品的清单，跟排日账有很多类似处⑤48。 

综上所述，在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厚商业气氛的影响下，徽州的教育也浸染了经商观念，徽州人从小经由学校再到商号这

一不间断的学习过程，很早就养成了诸多跟商业有关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而包括胡廷卿账簿在内的排日账正是这一过程的

成果之一，它出现在徽州可以说再自然不过了。 

(二)胡廷卿账簿的社会意义 

胡廷卿账簿属于排日账类文献，但与黄志繁、王振忠、刘永华等所收藏的排日账在形制和内容上皆有诸多不同。如在形制

上较为完美，封面上不仅钤有私章，还钤有花纹章;封面题字较为工整，字体优美，且内容较为丰富。这些差异其实是由书写者

的身份不同造成的。前述黄、邵二位学者所藏账簿是由农民记录的，而刘永华藏账簿则是学生及长大后的农民合写而成，而胡

廷卿与王振忠所研究的欧阳起瑛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塾师。作为长期坐馆的塾师，胡廷卿不仅对账簿的格式较为熟悉，有富余

                                                        
44①王振忠:《清末徽州学生的〈庚戌袖珍日记〉》，《安徽史学》2009年第 1期。 
45②前揭邹怡《徽州六县的茶叶栽培与茶叶分布》。 
46③转引自王振忠《抄本〈便蒙习论〉———徽州民间商业书的一份新史料》，《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 2期。 
47④转引自王振忠《抄本〈信书〉所见金陵典铺伙计的生活》，《古籍研究》卷下，2004年。 
48⑤王振忠:《抄本〈习登日记〉———一册徽州学徒的日记》，《古籍研究》200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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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用来记账，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虽然未能取得更高功名，身上仍具有独特的书生气质，因此才会将自己的账簿钤上用来

欣赏的花纹印。而那些整日忙于劳作的农民，既没有能力亦没有时间来做到这一点。其次，从胡廷卿账簿的类别上，我们可以

看出胡廷卿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处理的几重关系。换句话说，账簿之所以会有这几种，是由其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王振

忠对此有过论述，他说:“在传统徽州，不仅本土与侨寓地徽商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而且，即使是在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

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负的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等，这些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

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可能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⑥49虽然这里说的是排日账在徽州独多的原因，其实也指出

了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要处理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胡廷卿账簿中可以看到，它不同的种类暗含了胡廷卿在生活中需要处理

的社会关系有四种。 

胡廷卿首先要处理的社会关系是日常生活中数量众多的个人及各种类型的商号，在与这些人物及组织的账务往来中，就形

成了流水账。由于其人数众多、交易往来频繁，这类账簿成为胡廷卿账簿的主体。流水账实际上也是商业账簿中最主要的一种，

在商业账簿中由来已久，并成为一种常见账簿类型，至清末甚而成为法律对商人的要求。编修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大清

商律》规定:“商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立有流水账簿。凡银钱、货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项，均宜逐日登记。”①50此可说明流

水账在商业中普遍存在，并被国家所重视。如上所述，受商业观念的影响，胡廷卿亦将自己的家庭收支账目按照商业账簿的模

式来记录、归类并保存，当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平日来往的账务频繁且数量众多。实际上，在流水账中，还包括每年的总账，

主要是记录跟他有固定贸易往来或数额较大的账务。 

其次，胡廷卿要处理的关系有各种公共组织，这体现在“迭年所管祀会”账簿中，除光绪二十六年胡氏祠(祀)会《收支总

登》属公共账簿外，其他的记载多附录于各流水账中(见表 1)。胡廷卿作为村中一位具有较高威望的士绅，经常会处理一些宗族

或全村的公共事务，在处理这些事务时，他必须把自己经手的账目记清楚，为了保留证据，他在记录公共账簿的同时，还会在

自己家庭收支的流水簿中记录下来。这一点，除部分年份集中附录外，更常见的是随手即时地与其他账目记录在一起。 

再次，是要处理与各个茶号的关系。由于茶叶在其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胡廷卿单列茶簿，将茶叶账目单独记录。每

年的收茶季节，他都逐日记录茶草、茶叶的收入情况，以及雇请别人摘茶所开支的钱数。这里主要处理的是与摘茶工、茶号的

关系。 

最后，他要处理与国家的关系，这就是“粮局兑则”账簿。胡廷卿所在的宗族，为了应对国家的赋役，跟徽州其他地方类

似，实行共同承担的原则。他们设置粮局，按照共有土地的份额，每户或每个支派都要承担相应的税额。由于交纳赋税用的是

银两，他们就会按照银钱或银洋的折价将洋元换算成银两。这里的“则”即是承担的比例及银洋或银钱换算的法则(兑率)。每

年分成夏秋两季，称为“上限”和“下限”。胡廷卿之所以会在账簿中单独集中记载，主要目的是要与族中的其他支派或个人把

账算清楚，体现出的关系既有政治的又有社会的。 

四、小结 

确定一部地方文献的性质、种类，必须将其置入当时、当地的环境中具体考察。通过对胡廷卿个人身份、账簿本身形制和

内容的考察，笔者认为胡廷卿账簿并非学界一般所认定的商业账簿，而是一个塾师所记录的家庭收支账簿。由于它兼有记事内

容，尽管与目前学界所探讨的“排日账”有些差异，但可以归入广泛意义上的排日账范畴之内。 

这种记账兼记事的特殊账簿类型，之所以产生于徽州并被大量保存，与徽州的社会特色和独特的教育模式有密切关系。徽

州商业发达，商人众多，徽州人自孩童时期就接受经商最基本的技能——记账的训练，训练方式包括写日记和记排日账两种。

长大后，大多数人走进商号，在学习经商知识的同时，继续学习儒家思想知识。因此，至晚清时期，徽州浓厚的商业意识深深

                                                        
49⑥前揭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 
50①(清)载振:《大清商律·商人通例》，清宣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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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入徽州民众的生活中，他们即便不从事商业经营，也会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每日收支记录下来并加以核算。在这一过程中，

徽州民众所要面对的对象类型也很丰富，如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组织，从而又产生了更为细致的账簿类型。而当地独特的教

育模式，让徽州形成了特殊的账簿类型。另一方面，国家对商人关于账簿的规定，也应该是徽州当地大量账簿得以保存的原因

之一。因此，可以说胡廷卿账簿是晚清徽州地方社会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集中表现了当地社会的特色，同时也与国家制度不无

关系。 

 


